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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黄河下游水沙输移特性显著改变, 下游河道经历强来沙作用下的持续淤积与小浪底水库

调控下的持续冲刷过程。 基于黄河下游 1986—2020 年实测水沙数据与固定断面地形, 计算了河段尺度的平滩流量,
量化了汛期与非汛期水沙过程对各河段过流能力的相对贡献。 结果表明: ①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水流冲刷强度随时

间减弱, 下游河道呈汛期淤积、 非汛期冲刷的整体淤积态势, 平滩流量持续减小, 最小过流能力小于 2 000 m3 / s。
②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水流冲刷强度显著增大, 尤其在非汛期, 对河床冲刷产生重要影响; 各河段过流能力显著恢

复, 其中游荡段恢复最为迅速。 ③ 各河段平滩流量与前 5 a 汛期、 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呈良好的幂律关系, 该

关系能较好地反映汛期与非汛期累积水沙过程对过流能力的综合影响。 ④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非汛期水沙条件对平

滩流量的贡献率增大, 尤其是对游荡段具有重要影响(占比 53%), 对过渡段与弯曲段贡献则较小(占比不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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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少沙多、 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下游输水输沙通道不畅的症结所在。 1986 年以来, 受气候变化与人

类活动的共同影响, 黄河流域产水产沙特性呈阶段性变化[1-2], 直接影响下游河道冲淤状态, 河床形态不断

调整重塑, 强烈改变了河道过流能力。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 黄河下游持续淤积, 主槽萎缩, 过流能力降低,
严重威胁下游防洪安全。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控制了流域 90% 以上的来沙量[3], 下游主槽实现全线冲刷,
河道输水输沙能力显著提高。 进一步研究近 30 a 来持续淤积与持续冲刷过程中黄河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的调

整规律, 量化汛期与非汛期水沙条件对不同河段平滩流量的影响, 能够更好地理解黄河下游输水输沙通道的

动态变化, 为上游水库水沙调控体系的完善与下游河道的防汛安全提供重要参考。
以往学者基于实测水沙数据及断面地形资料, 采用平滩流量、 平滩河槽形态、 洪水位等各类指标, 对黄

河下游河道断面或河段尺度过流能力的调整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 平滩流量是代表河道排洪输沙能力的常用

指标, 如 Hu 等[4]、 王远见等[5]分别针对黄河下游持续淤积过程与近 60 a 冲淤过程分析了平滩流量的变化趋

势; He[6]提出了采用最大宽度和有效宽度系数计算断面平滩流量的新方法, 分析了断面平滩流量在洪水期

的变化特点, 这类分析均是基于各水文断面开展的。 徐国宾等[7]针对河道持续冲刷过程, 分析了 2 次调水调

沙试验对平滩流量的恢复作用, 计算河段平滩流量时采用了河段平均冲淤情况框算法以及上下水文站断面平

均法, 不能完全反映河段平滩流量的实际调整情况。 刘晓燕等[8] 分析了平滩流量对输沙效率和冲刷效率的

影响, 提出了恢复与维持黄河下游过流能力的平滩流量标准; 胡春宏等[9] 则进一步健全了黄河流域水沙平

衡的调控指标体系, 综合确定了上中下游的平滩流量阈值, 为保障健康黄河提供重要依据。
此外, 以往学者也分析了不同水沙因子在平滩流量调整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 Zhang 等[10] 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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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断面平滩流量的时间尺度特征及其对含沙量的滞后响应规律; 余阳等[11] 在分析黄河下游游荡段平滩

流量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探究了汛期水沙条件以及小浪底水库修建对河段平滩流量的影响; Cheng 等[12] 则

构建了游荡段平滩流量对汛期水沙条件及汛前主槽形态的综合响应关系, 结果表明平滩流量对河道边界条件

的变化较汛期水沙条件更为敏感。 由此可见, 目前针对黄河下游平滩流量变化的研究, 大部分从定性或定量

的角度分析了汛期来水来沙特征变量对过流能力的影响, 但较少考虑在年内水沙分配比例改变的新情势下,
汛期和非汛期来水来沙对河道过流能力调整的综合作用。 而且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特定水文断面或某一局部河

段, 较少有针对整个黄河下游长河段的系统分析。
本文采用黄河下游 1986—2020 年来水来沙数据及沿程 91 个固定断面的汛后地形资料, 分析汛期与非汛

期水流冲刷强度的变化特点, 计算黄河下游各固定断面及河段尺度的平滩流量, 构建过流能力调整对年内不

均衡水沙分配的综合响应关系, 进一步量化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对黄河下游不同河型河段过流能力的相对

贡献。

1　 研究河段概述

1. 1　 黄河下游河段概况

黄河下游通常指小浪底水库以下的孟津至利津河段, 流域面积为 2. 3 万 km2, 河道总长约 785 km, 纵比

降上陡下缓, 平均为 1. 2‱。 黄河下游沿程设有 7 个水文站和 91 个观测断面, 依据河道形态及河床演变特点

不同, 结合水文断面位置可将下游进一步划分为游荡段(孟津—高村)、 过渡段(高村—艾山)及弯曲段(艾
山—利津), 见图 1。 各河段分别设有 28、 28 和 35 个观测断面。 游荡段长约 275 km, 河道纵比降约 1. 9‱,
具有河床宽浅、 主流摆动不定、 滩岸变形较大等特点; 过渡段长约 185 km, 河道纵比降约 1. 2‱, 由于滩岸

土体抗冲性较强, 河床较为稳定[13], 但该河段存在平滩流量较小的“驼峰”段, 阻碍河道行洪; 弯曲段长约

272 km, 河道纵比降约 1. 0‱, 两岸堤距较窄, 约 0. 5 ~ 3 km, 该河段有大量险工及控导工程, 长度占河道

长度的 70% , 故河床最为稳定。

图 1　 黄河下游河段示意

Fig. 1 Sketch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LYR)

1. 2　 来水来沙变化特点

黄河以其水少沙多、 水沙异源著称, 其径流约 60% 来自上游地区, 泥沙约 90% 来自中游土质疏松的黄

土高原地区。 自 1986 年以来, 受流域内气候变化及多水库联合调节、 水土保持工程和沿黄大量引水等强人

类活动影响, 黄河下游沙量呈阶段性变化[14]。 基于 1986—2020 年实测水文年水沙数据, 以花园口水文站为

代表, 进入黄河下游的水沙条件见图 2。 小浪底枢纽运行以来(2000—2020 年), 人类活动的影响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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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进入黄河下游的年均水量约 277 亿 m3, 较运行前(1986—1999 年)略有减少; 但水库拦沙作用导致下游

沙量锐减,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年均沙量仅 1. 2 亿 t, 较运行前减少了 83% 。 水、 沙量的年内不均衡分配关系

也发生变化, 黄河流域的非汛期为上一年 11 月至当年 6 月, 汛期为当年 7—10 月,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汛

期水量占比由 46%减少至 39% ; 沙量虽仍集中在汛期输送, 但年内分配更加均匀, 汛期沙量占比由 81%减

少至 63% , 非汛期沙量的影响逐渐增大。

图 2　 花园口站水沙条件的年际及年内变化特点

Fig. 2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 and intra- annual variations in flow and sediment conditions at Huayuankou station

1. 3　 河床冲淤分布

1986—1999 年受黄河中游流域侵蚀等影响, 进入黄河下游的沙量较丰, 下游河道经历阶段性淤积过程

(图 3(a)), 累计淤积量达 23. 71 亿 m3, 至 1999 年河道平均淤高了 1. 69 m(较 1985 年)。 从不同河段冲淤分

布看, 游荡段淤积强度最大, 累计淤积量占全下游的 68% , 过渡段和弯曲段淤积强度相当, 分别占 15% 和

17% 。 从年内冲淤变化看(图 3(b), 正为淤积, 负为冲刷), 黄河下游河段在汛期呈持续淤积态势, 年均淤

积量为 2. 21 亿 m3; 在非汛期则呈持续冲刷态势, 年均冲刷量为 0. 52 亿 m3。
1999 年底小浪底水库下闸蓄水, 下游水沙条件再次发生显著变化, 大量泥沙被拦截在水库内, 下游河

道经历持续性冲刷过程(图 3(a)), 1999—2020 年累计冲刷量达 20. 01 亿 m3, 主槽平均高程降低了 1. 6 m 以

上[15]。 近坝游荡段直接受到下泄水流的强烈冲刷作用, 冲刷强度为 3 个河段之首, 累计冲刷量占全下游的

67% 。 从年内冲淤变化看(图 3(b)), 黄河下游在汛期和非汛期均处于持续冲刷状态。 对于全河段, 汛期年

均冲刷量为 0. 58 亿 m3, 而非汛期年均冲刷量仍高达 0. 37 亿 m3, 对下游河道冲淤演变有一定贡献; 对于游

荡段, 非汛期冲刷显著, 年均冲刷量为 0. 40 亿 m3, 为汛期的 1. 68 倍。 在 2000—2002 年及 2014—2018 年等

时期, 黄河下游全河段非汛期冲刷量甚至显著大于汛期, 最高达汛期的 11. 4 倍(2017 年), 故非汛期来水来

沙条件对河床冲淤具有重要影响。

图 3　 黄河下游河床冲淤过程

Fig. 3 Channel evolution in the L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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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汛期与非汛期水流冲刷强度的变化特点

来水来沙条件通常指进口断面的流量、 含沙量、 历时及各类因素组合, 是河床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采用

水流冲刷强度这一指标表征来水来沙条件, 汛期与非汛期的水流冲刷强度可表示为:

F f1 = (Q2
1 / S1) × 10 -4 (1)

F f2 = (Q2
2 / S2) × 10 -4 (2)

式中: F f1、 F f2分别为汛期和非汛期的平均水流冲刷强度, m9 / (kg·s2); Q1 和Q2 分别为进口断面汛期和非

汛期的平均流量, m3 / s; S1 和S2 分别为进口断面汛期和非汛期的平均含沙量, kg / m3。 式(1)和式(2)既考

虑了流量、 含沙量及历时的影响, 也考虑了水流动量对河床冲淤变形的影响[16-17]; 此外, 考虑到输沙率与

流量之间存在幂函数关系, 其指数约为 2, 故式中的流量平方项还可以表征水流的挟沙能力[18-19]。 因此, 水

流冲刷强度是反映水沙过程对河床形态演变的综合指标[12]。
现有研究表明, 当下泄水沙条件发生变化时, 坝下游河道的河床形态与过流能力不能随之即刻调整, 而

是存在一定时间的滞后响应[20]。 为考虑前期水沙条件累积的影响, 一般可以采用前 n 年滑动平均水流冲刷

强度作为来水来沙的综合表征因子[21-22]:

Fnf1 = 1
n∑

n

i = 1
F f1 (3)

Fnf2 = 1
n∑

n

i = 1
F f2 (4)

式中: n 为滑动平均的年份; Fnf1、 Fnf2分别为汛期和非汛期的前 n 年平均水流冲刷强度, m9 / (kg·s2)。
分别计算各河段 1986—2020 年汛期及非汛期的前 5 a 平均水流冲刷强度(图 4), 可见, 黄河下游河

道持续淤积过程中, 水流冲刷强度受较大来沙量影响呈现持续减小趋势,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的持续冲刷

过程中, 各河段水流冲刷强度则因沙量锐减而显著增大。 从汛期与非汛期来看,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游

荡段的非汛期水流冲刷强度显著大于汛期, 过渡段的汛期与非汛期水流冲刷强度大小相当, 弯曲段则呈

汛期水流冲刷强度大于非汛期的特点。 水流冲刷强度越大, 反映水流挟沙能力相较于含沙量越大, 该水

沙情势对河床冲刷的影响越大, 故非汛期水流冲刷强度能够对游荡段产生较大影响, 对弯曲段影响则相

较更弱。

图 4　 不同河段进口断面前 5 a 汛期及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逐年变化

Fig. 4 Annual variations in 5- year average fluvial erosion intensity during flood and non- flood seasons
at inlet sections of different r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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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河下游过流能力调整规律

3. 1　 黄河下游平滩流量计算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 黄河下游河槽萎缩严重, 过流能力显著下降;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受其蓄水拦沙影

响, 下游河道持续冲刷, 过流能力恢复。 当断面水位与河漫滩基本齐平时, 流量对塑造河床形态的作用最

大[23], 故平滩流量是决定河道排洪输沙能力的重要指标。 此处采用平滩流量来表征河道过流能力, 在该流

量下水流具有最优输沙效率[8]。
计算固定断面平滩流量时, 首先根据黄河下游沿程 91 个断面的汛后地形资料, 套绘相邻年份各断面的

汛后地形, 确定平滩高程; 再采用一维水动力学模型计算各固定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 最后结合断面平滩

高程与计算的水位—流量关系, 确定各固定断面的平滩流量。 具体计算过程见文献[24]。 然而受固定断面

的河槽形态沿程差异较大等影响, 各断面之间的平滩流量差异显著, 特定断面的变化特点无法反映河段整体

平滩流量的变化规律[6]。 故采用 Xia 等[25] 提出的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断面间距加权平均相结合的方

法, 进一步计算河段尺度的平滩流量:

Qbf = exp [ 1
2L∑

N-1

i = 1
(ln Qbf,i +1 + ln Qbf,i)(xi +1 - xi) ] (5)

式中: Qbf为河段平滩流量, m3 / s; L 为河段长度, m; N 为河段的固定断面总数; Qbf,i和 Qbf,i + 1分别为第 i 个
和第 i + 1 个断面的平滩流量, m3 / s; xi和 xi + 1分别为第 i 个和第 i + 1 个断面与河段起始断面的距离, m。 该

方法考虑了断面间距不等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3. 2　 持续淤积与持续冲刷过程中平滩流量的调整规律

根据上述断面及河段尺度的平滩流量计算方法, 计算了黄河下游各固定断面及 3 个河段的汛后平滩流

量。 选择 3 个典型年份, 各固定断面平滩流量沿程变化结果如图 5(a)所示。 从时间变化看, 下游河段各断

面平滩流量在持续淤积过程中显著减小, 而在持续冲刷过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 从沿程变化看, 游荡段

各断面的平滩流量较其他两河段的断面平滩流量更大。 尽管黄河下游卡口断面位置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化, 但

卡口河段依然集中在过渡段。 1999 年过渡段有 41%的断面平滩流量小于 2 000 m3 / s, 其中南小堤断面(距坝

317 km)过流能力最小, 平滩流量仅 1 100 m3 / s; 2020 年平滩流量最小的断面位于过渡段路那里断面(距坝

446 km), 但平滩流量已显著提升至 4 375 m3 / s。

图 5　 黄河下游断面及河段尺度的平滩流量变化

Fig. 5 Variations in section- scale and reach- scale bankfull discharges in the LYR

3 个河段平滩流量的计算结果如图 5(b)所示。 从下游河道不同冲淤阶段来看: ①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
黄河下游淤积严重, 河床抬高, 各河段平滩流量由 1986 年的 6 000 m3 / s 降至 1999 年的 2 000 ~ 3 000 m3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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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过渡段平滩流量仅 2 339 m3 / s, 过流能力持续降低。 ②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河床沿程持续冲刷下切,
平滩流量呈 2 个阶梯式不断增加, 2000—2006 年为水库拦沙初期, 平滩流量显著提升后趋于稳定, 其中游

荡段的过流能力在 2005 年已恢复至 1986 年水平; 2007—2020 年为水库拦沙后期, 黄河调水调沙正式转入生

产应用, 受水沙调控影响, 下游河槽行洪输沙能力再次提升, 近年来过渡段和弯曲段的过流能力也逐渐恢复

至 1986 年水平, 至 2020 年汛后 3 个河段的平滩流量已分别达 8 713、 6 165 和 6 384 m3 / s。
从过流能力的沿程变化来看,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各河段过流能力差异不大, 而小浪底枢纽运行后游荡段

的过流能力较其余两河段恢复更快。 这是水库拦沙作用、 河段地理位置与河床边界条件的综合作用所致:
① 游荡段最靠近小浪底水库, 直接经受清水冲刷作用, 河道纵比降较大, 故河床下切与展宽显著[13]; ② 游

荡段中段滩岸多为沙质土壤, 土体抗冲性较弱, 故滩岸极易崩退和展宽[26]; ③ 游荡段险工及控导工程布设

较其余两河段少, 控制作用不强[27], 故该河段冲刷强度剧烈, 河床最易变形。

4　 黄河下游水沙条件对过流能力的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 从水沙量来看, 自 1986 年以来, 水量大部分在非汛期输送, 沙量虽然仍集中在汛期

输送, 但年内分配过程已有所坦化; 从河床冲淤来看, 非汛期水沙下泄造成的河床冲淤强度较大, 尤其是在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故非汛期水沙条件对黄河下游河道形态塑造及过流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 从汛期与

非汛期水沙条件相关性来看, 1986—2020 年各河段汛期和非汛期水流冲刷强度之间相关性不强, 决定系数

(R2)不超过 0. 45。 故为全面研究黄河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的调整特点, 需要综合考虑汛期和非汛期水沙条件

的影响。

4. 1　 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的综合影响

综合考虑汛期和非汛期水沙条件累积效应的影响, 构建各河段前 n 年汛期、 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与

平滩流量的幂律关系:

Qbf = a Fk1
nf1 Fk2

nf2 (6)
式中: a 为平滩流量计算式的系数; k1、 k2分别为前 n 年汛期与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项的指数。

Wu 等[20]、 Xia 等[25]研究结果表明, 在黄河下游河道形态与前期水沙条件的非线性关系中, 滞后年份通

常在 3 ~ 5 a。 采用式(1)和式(2)计算的各年汛期与非汛期水流冲刷强度及式(5)计算的河段平滩流量, 选取

不同滑动平均年份 n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 当 n = 5 时, 游荡段、 过渡段和弯曲段平滩流量计

算值与实测值的 R2均较高, 分别为 0. 92、 0. 83 和 0. 72。 故采用前 5 a 平均水流冲刷强度进行计算, 率定各

河段平滩流量计算公式中的系数与指数,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3 个河段平滩流量计算公式中的系数与指数

Table 1 Coefficients and indices of the bankfull discharge formulas in three reaches

河段 a k1 k2 R2

游荡段 2 732. 3 0. 112 0. 148 0. 92

过渡段 1 753. 5 0. 324 0. 035 0. 83

弯曲段 2 471. 4 0. 215 0. 042 0. 72

　 　 率定结果显示, 各河段平滩流量计算公式中的指数 k1、 k2均大于 0, 表明平滩流量与前 5 a 汛期和非汛

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呈相同变化趋势, 即河床持续淤积过程中, 随着汛期和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不断减

小, 各河段平滩流量均呈减小趋势; 而河床持续冲刷过程中平滩流量则随汛期和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

增大而增大。 下泄水流含沙量减少导致汛期和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增大(图 4), 造成河床冲深下切, 但

指数 k1、 k2均远小于 1, 表明各河段过流能力并不会无限制恢复, 在河床冲刷过程中断面形态及河床组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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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的自动调整响应作用, 将延缓河道下切速率, 减缓平滩流量的增幅, 使河流系统朝平衡稳定的方向

演变[28]。
分别以式(5)、 式(6)的平滩流量结果作为实测值和计算值, 各河段平滩流量的逐年变化如图 6 所示。

计算值与实测值较为相符, 能够较好地反映实际平滩流量的变化趋势与幅度。 采用式(6)的计算误差较小,
平均相对误差(EMR)不超过 12% , 表明该式能够较好地反映汛期和非汛期水沙条件累积效应对河道过流能力

调整的综合作用。

图 6　 黄河下游 3 个河段平滩流量计算值与实测值比较

Fig. 6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alculated and measured bankfull discharges in three reaches of the LYR

4. 2　 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的敏感度分析

在汛期或非汛期水沙条件变化的情况下, 各河段平滩流量调整会做出不同程度的响应。 灵敏度分析可以

评价各河段过流能力对前 5 a 汛期、 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响应程度, 从而对比年内不同时期水沙过程

对过流能力的影响强弱。 本文采用修正 Morris 法进行灵敏度分析, 该方法是较常用的灵敏度分析法, 通过对

各个自变量参数进行特定步长的微扰动, 判断该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29]。 对自变量F5f1与F5f2分别以固

定步长变化, 定义敏感度判别因子为多次扰动的平均值, 即

S = ∑
m-1

i = 0

(Yi +1 - Yi) / Y0

(X i +1 - X i) / X0
(m - 1) = ∑

m-1

i = 0

(Yi +1 - Yi) / Y0

Δi +1 - Δi
(m - 1) (7)

式中: S 为自变量F5f1或F5f2的敏感度, 以 0. 05、 0. 2 和 1 为界划分不敏感参数、 中等敏感参数、 敏感参数和

高敏感参数; m 为扰动总次数; X0 和 Y0 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初始值; X i 和 Yi 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第

i 次变化后的值; Δi 和 Δi + 1 分别为第 i 次和第 i + 1 次扰动相对于初始值的变化百分数, Δi + 1 - Δi 即扰动

步长。
采用固定扰动步长为 25% , 扰动范围为 - 75% ~ 75% , 即共进行 7 次扰动。 根据计算结果, 游荡段平

滩流量对前 5 a 汛期、 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敏感度分别为 0. 149 和 0. 198, 即游荡段的过流能力对二

者都较为敏感, 且对非汛期水沙条件较汛期更为敏感; 过渡段分别为 0. 451 和 0. 046, 弯曲段分别为 0. 292
和 0. 055, 表明过渡段和弯曲段的过流能力均对汛期水沙条件敏感, 对非汛期水沙条件不太敏感。 从水沙过

程来看, 汛期来流量较大, 这 2 个河段床沙的细颗粒组分较多, 含沙量的沿程恢复更显著, 小浪底枢纽运用

后过渡段在汛期和非汛期分别冲刷了 0. 15 亿和 0. 01 亿 m3 / a, 而弯曲段在汛期冲刷了 0. 19 亿 m3 / a, 非汛期

淤积了 0. 04 亿 m3 / a, 故这 2 个河段水流对河床的冲刷作用在汛期较非汛期更显著, 如图 4(b)、 图 4(c)所
示; 从人为影响来看, 非汛期持续时间长达 8 个月, 受沿程大量引水等人类活动的影响较汛期更大, 实际冲

刷能力可能进一步显著削弱。 故对于过渡段和弯曲段, 汛期来水来沙对河道形态塑造及过流能力调整的作用

较非汛期强。

4. 3　 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的相对贡献

表 1 的率定结果表明, 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对不同河段的相对贡献有所不同。 当前 5 a 汛期与非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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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增长幅度相同时, 对于游荡段, 非汛期水沙条件累积效益对过流能力的调整作用较汛期

更为显著(k2 > k1); 对于过渡段与弯曲段, 汛期水沙条件累积效益的调整作用更为显著(k1 > k2)。 上述敏感

度分析结果也同样表明, 不同河段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对过流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 法)是量化因子贡献度的有效方法, 该方法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加法或乘法

分解, 客观定量地识别驱动因子的相对贡献[30]。 本文采用 LMDI 法定量计算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对平滩

流量的相对贡献, 通过计算前 5 a 汛期、 非汛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各自引起的平滩流量变化量与平滩流量总

变化量之比, 得到 2 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率。 为简化表达, 令 φ1 = Fk1
nf1、 φ2 = Fk2

nf2, 将式(6)写为Qbf = aφ1φ2 的

形式, 则 2 个影响因素引起的平滩流量变化分别为:

Δ Qbf1 =
Qbf,t - Qbf,0

ln Qbf,t - ln Qbf,0

(ln φ1,t - ln φ1,0) (8)

Δ Qbf2 =
Qbf,t - Qbf,0

ln Qbf,t - ln Qbf,0

(ln φ2,t - ln φ2,0) (9)

式中: Qbf,0和Qbf,t分别为基准年和第 t 年的平滩流量计算值; φ1,0 和 φ2,0 分别为汛期和非汛期水沙项(Fk1
nf1、

Fk2
nf2)在基准年的计算值; φ1,t和 φ2,t分别为汛期和非汛期水沙项在第 t 年的计算值; Δ Qbf1和 Δ Qbf2分别为汛期

和非汛期水沙条件变化引起的平滩流量变化, 正值表示使促进, 负值表示使削弱, 两者之和应等于基准年和

第 t 年的平滩流量变化值。 故两影响因素对各年平滩流量变化的相对贡献率分别为:
η1 = Δ Qbf1 / ( Δ Qbf1 + Δ Qbf2 ) × 100% (10)

η2 = Δ Qbf2 / ( Δ Qbf1 + Δ Qbf2 ) × 100% (11)
式中: η1、 η2 分别为汛期与非汛期水沙条件对平滩流量的相对贡献率, 两者之和为 100% 。

图 7　 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对平滩流量的相对贡献率

Fig. 7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flood and non- flood flow- sediment conditions to the bankfull discharges

采用该方法对各河段平滩流量的逐年变化进行分析, 汛期与非汛期水沙条件的相对贡献率如图 7 所示。



　 第 4 期 曹玉芹, 等: 汛期与非汛期水沙条件对黄河下游不同河段过流能力的影响 625　　

数值大小表示相对贡献大小, 正、 负号分别表示对平滩流量的贡献为促进和削弱。 结果表明:
(1)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的持续淤积过程中, 各河段的汛期、 非汛期水沙条件基本导致平滩流量减小, 其

中, 游荡段汛期、 非汛期水沙条件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 64% 和 36% , 非汛期来水来沙有一定贡献; 过渡段

和弯曲段则以汛期水沙条件的贡献为主, 汛期的年均贡献率分别占 90%和 82% 。
(2)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的持续冲刷过程中, 各河段的汛期、 非汛期水沙条件对平滩流量的作用由削弱转

为促进; 非汛期水沙条件的相对贡献在各河段均有所增强, 这是因为小浪底水库的运用改变了黄河下游年内

水沙分布, 使非汛期的水沙量占比均增大。
(3) 小浪底枢纽运行后, 非汛期的年均贡献率在游荡段增至 53% , 对该河段过流能力的恢复作用显著;

在过渡段和弯曲段则增至 13%和 21% , 虽略有增长, 但这两河段仍以汛期水沙条件影响为主。 非汛期水沙

条件对游荡段的贡献较其他两河段更大, 这是受河段地理位置与悬沙沿程恢复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方面, 游

荡段位于黄河下游河道之首, 直接经受小浪底水库水沙下泄的影响(图 1); 另一方面, 悬沙受床沙补给而沿

程恢复, 含沙量向下游增大, 冲刷强度沿程减弱(图 8(a))。 二者共同作用导致河床冲淤量在空间上分布不

均,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后, 非汛期河床冲淤强度均在游荡段最强, 而在其余两河段较弱(图 8(b))。 故在对

游荡段进行理论计算与河道演变分析时尤其应当考虑非汛期水沙因子, 以提高模拟精度。

图 8　 各站非汛期平均含沙量及各河段非汛期冲淤量的变化

Fig. 8 Non- flood- averaged sediment concentrations at each station and channel evolution volumes during the non- flood
seasons in three reaches

5　 结　 　 论

本文基于黄河下游 1986—2020 年各水文站实测水沙数据与 91 个固定断面的地形数据, 计算了断面及河

段尺度的平滩流量, 分析了游荡段、 过渡段与弯曲段过流能力的调整规律, 探究了汛期及非汛期水沙条件对

过流能力的综合作用及相对贡献。 主要结论如下:
(1) 小浪底枢纽运行前, 黄河下游河道呈汛期淤积、 非汛期冲刷的特点, 整体持续淤积。 小浪底枢纽运

行后, 水流冲刷强度急剧增大, 河道在汛期与非汛期均持续冲刷, 非汛期冲刷幅度是汛期的 64% ; 其中游

荡段非汛期的水流冲刷强度显著大于汛期, 非汛期河床冲刷量也达到汛期的 1. 68 倍。
(2) 采用一维水动力模型及基于对数转换的几何平均与断面间距加权平均相结合的方法, 计算了断面及

河段尺度的平滩流量; 综合考虑汛期与非汛期的水沙累积效应, 构建了各河段平滩流量与前 5 a 汛期、 非汛

期平均水流冲刷强度的幂律关系。 结果表明, 河道持续淤积过程中过流能力不断削弱, 最小平滩流量不到

2 000 m3 / s, 输水输沙通道不畅; 持续冲刷过程中平滩流量显著增加, 游荡段恢复最迅速, 最小过流能力已

恢复至 4 375 m3 / s; 构建的计算式能较好地反映过流能力随汛期与非汛期水沙分配关系的实际变化。
(3) 采用修正 Morris 法与 LMDI 法定量计算了汛期与非汛期水沙条件对平滩流量的影响强弱与相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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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结果表明, 非汛期来水来沙对游荡段过流能力的调整作用显著, 贡献率从小浪底枢纽运行前的 36% 增

至运行后的 53% ; 对过渡段与弯曲段的影响则不显著, 贡献率不到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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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lood and non- flood flow and sediment regimes on the flood
discharge capacity of different reaches in the Lower Yellow River∗

CAO Yuqin1, XIA Junqiang1, ZHOU Meirong1, CHENG Yifei1, CHEN Jianguo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 Resource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Watershed Water Cycle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flow- sediment regime entering the Lower Yellow River ( LYR) has altered
significantly. The channel in the LYR continuously experienced aggradation under the heavy sediment load and
degradation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Xiaolangdi (XLD) Reservoir. Based on the measured flow-sediment data and the
topography at fixed sections from 1986 to 2020, the reach- scale bankfull discharges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contributions were quantified of flow- sediment regime during the flood and non- flood seasons to the flood discharge
capacities in different reaches. Results show that: ① In the pre-dam period, the fluvial erosion intensity decreased
temporally, leading to a predominance of channel aggradation with deposition in flood seasons and erosion in non- flood
seasons. Consequently, the bankfull discharge decreased continuously with the minimum value less than 2 000 m3 / s.
② In the post- dam period, the fluvial erosion intensit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specially in the non- flood seasons,
contributing greatly to the channel degradation. The flood discharge capacity recovered remarkably, with the most
rapid recovery occurring in the braided reach. ③ There was a close power la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nkfull
discharge and the 5- year average fluvial erosion intensity during the flood and non- flood seasons, reflecting the
cumulative impact of flow- sediment regimes in the flood and non- flood seasons on the flood discharge capacity.
④ Owning to the upstream damm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low- sediment regime in non- flood seasons to the flood
discharge capacity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the braided reach (53% ), while it was lower in the transitional and the
meandering reaches (less than 20% ).

Key words: bankfull discharge; flow and sediment regime; non-flood season; flood season; different reaches; the
Lower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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